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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梳理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产学合作的理论,基于湖北省中小企业校企合作研发中心这一实践

形式,结合 12 家校企合作研发中心的半结构化访谈,构建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中的激励理论。 围绕

着巴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研究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促进产学合作创新产出增加的制度激励,使用双重、三
重差分法,验证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下的产学合作,平均专利产出高出 3. 512。 当巴斯德型科学家所在的

大学积极向“创业型大学”转变时,大学可以为产学合作提供公平的科研考核评价制度,产学合作的产出更

大;当产学合作合同中对参与合作的校方科学家提供了更为公平的知识产权和远期收益分享条款时,也会激

励巴斯德型科学家更多的投入,从而产学合作创新绩效更优;当地方政府给予了更高的补贴,引介了更多的

社会资本时,则更有利于产学合作产出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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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学合作研发被视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产学

合作研发。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明确了企业作为产学研合作主体的

地位,提出围绕企业创新,创新产学研合作新机制。
在国家战略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制度,促进

校企共建研发机构的建立。 以湖北省为例,作为中

部的科教资源大省,在 2012 年启动了“校企共建研

发中心”计划,这为研究中小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提

供了实践样本。 观察发现,参与校企合作研发的中

小企业在中长期发展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研

发投入和产出有大幅提高,3 - 5 年后在中小板上

市。 也有企业发展停滞,甚至停业、注销。 这提出了

中小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研发运行效果存在差异的实

践问题。
产学合作研发在理论上已积累了大量文献。 已

有研究关注了影响产学合作的三类因素:一是制度

性因素,包括了产学合作研发组织的参与主体、参与

动机、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二是关系性因素,包括

了产学合作研发双方在合作研发过程中的伙伴选

择、信任形成、文化认同、领导角色、团队合作与冲突

等;三是产出性因素,包括合作目标、知识共享、技术

扩散 [1] 。 尽管已有文献已建立起产学合作研发相

对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涉及参与产学合作研发的大

学科学家的个人特质及其制度激励因素一直缺乏深

入研究,以及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如何激励大学中的

科学家关注技术成果转化、参与产学合作,推动中小

企业在合作研发中获取技术创新能力。
本文结合了半结构化访谈和计量经济实证分析

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作

为产学合作研发参与方的校方巴斯德型科学家的个

人特质,如何影响了中小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研发的

实际效果,其面临的制度性障碍有哪些;二是政府选

拔机制下的产学合作研发平台,如何为参与产学合

作的科学家和企业提供制度激励,政府的财政补贴

是否为大学和中小企业进行产学合作研发提供了初

试合作激励。 基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本文提出了包

括完善大学科研评价体系在内的政策建议,加大力

度推动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中小企业产学合作,将
有助于中国培育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中小科技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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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基础。

1　 文献回顾

1. 1　 巴斯德型科学家及在产学合作研发中的关键

作用

Stokes 以历史上著名科学家巴斯德命名了科学

家的四象限分类法。 其中,第二象限即巴斯德象限,
是指一类科学家既对前沿理论感兴趣,也热衷于将

研究付诸转化为应用技术产品。 巴斯德型科学家由

于其自身特质在产学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 。
首先,开发新产品服务社会是巴斯德型科学家的自

我价值追求,这意味着他们愿意投入一定的时间和

精力用于技术实现,而不计短期经济回报投入时间,
这也是产学合作的基础之一 [3] 。 其次,巴斯德型科

学家对技术实践的重视,意味着他们自身和其团队

具备完成技术转化的工程实践技能。 这种技能往往

是一种隐性知识,其在帮助企业将实验室技术开发

成规模化生产产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也是

产学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三,巴斯德型科

学家另一种常被忽视的特质是其科研团队的管理能

力。 巴斯德型科学家一般在前沿理论和技术转化两

个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同时其往往也是

科研团队的组织者 [4] 。 他们既能把握技术的前沿

方向,也能对科研团队成功给出实验技巧的具体指

导,同时也能很好地组织科研团队在技术攻关中分

工协作。 这对产学合作,尤其是在产学联合实验室

的具体运行上能提供额外帮助,加快新产品的研发

进度,实现企业的预期目标 [5] 。
1. 2　 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产学合作的制度激励

尽管巴斯德型科学家出于个人价值实现动机,
在产学合作研发中并不追求短期经济收益,然而,缺
乏长期的制度激励,以及技术创新的高失败率风险,
都阻碍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中可以不计经

济回报进行长期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对促进巴斯德

型科学家发挥作用的制度激励体现为三方面:
首先,更加关注技术转化的 “创业型大学”,为

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产学合作研发提供了制度上的

支持,如为产学合作应用技术成果设置了科研评价

标准,这有利于激发巴斯德型科学家投身产学合作

的社会服务动机 [6 - 8] 。 其次,受益于产学合作对经

济发展的推动,地方政府可以为产学合作提供初期

的财政补贴激励,以解决中小企业对产学合作投入

的研发资金瓶颈问题,这也间接为参与产学合作的

巴斯德型科学家及其科研团队提供了对应的基本保

障。 同时,地方政府也通过科研奖励、荣誉称号等形

式为参与合作的大学和企业提供声誉激励 [9] 。 第

三,知识产权归属与技术创新产品收益分配将为巴

斯德型科学家提供长期激励。 尽管巴斯德型科学家

不追求短期经济收益,但保障科学家参与分配新产

品和新技术开发成功后的商业收益,依然可以为科

学家和“创业型大学”提供激励 [10 - 15] 。
已有研究指出巴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较少研究关注产学合作组织运行

中巴斯德型科学家及其团队与企业方科研人员的互

动过程,以及当前中国大学科研管理制度是否形成

对巴斯德型科学家的有效激励。 据此,本文基于湖

北省“校企合作研发中心”案例访谈,提出巴斯德型

科学家在产学合作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模型,并
进一步采用大样本实证分析进行检验。
1. 3　 访谈分析与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关于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产学合作研

发的理论问题,我们选择了湖北省 12 家目前仍在运

行的“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的校方科学家和企业方

的“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的主管技术经理进行了半

结构式访谈,以解释“校企共建研发中心”运行中巴

斯德型科学家的角色作用。 访谈的“校企共建研发

中心”涵盖了湖北省内的代表性大学,既包括了教

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也包括了部分学科

具有领先优势的省内大学,如武汉纺织大学、湖北大

学和湖北中医药大学等。 访谈的问题主要包括了企

业方对参与产学合作研发的科学家及其团队的评

价,参与产学合作研发的科学家对目前科研激励机

制的评价,产学合作双方对地方政府投入和制度完

善的意见。
基于访谈的原始回答语句,我们提炼了核心概

念范畴构建了产学合作方的关系理论。 从访谈问题

的回答中,我们采用开放式编码形式,提炼了产学合

作生态中的主范畴和子范畴,如表 1 所示。
通过对核心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我

们基于访谈内容构建了如下的理论雏形(图 1)。
一方面,从巴斯德型科学家及其科研团队的特

质看,巴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中是一种稀缺资

源,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深厚积累,把握技术前沿,
更有推动产业发展的产业报国情怀,他们超越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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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目的,不计短期回报的参与企业创新,在合作过

程中,信任建立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从各方提供给

巴斯德型科学家及其团队的制度激励看,近些年向

“创业型大学” 转型的中国大学,在科研评价制度

上,对巴斯德型科学家从事产学合作的产出,给予了

较为合理的评价。 此外,给予科研团队基本的生活

补偿,会提高校外团队的积极性。 同时,中国的知识

产权法规将产学合作中的成果归属于大学,但基于

科学家在产学合作中的独特贡献,部分企业通过合

同形式,约定特殊的知识产权成果及远期商业利益

分享条款,授予巴斯德型科学家更多的成果分享权,
这有助于提供更好的激励。 另外,访谈显示政府对

产学共建研发中心的补贴,一定程度缓解了中小企

业的资金压力。 除了提供补贴资金,地方政府也持

续关注合作研发的后续进展,给参与研发的企业带

来了其他社会资本。

表 1　 核心范畴界定

Table 1　 Definition of core categories

主范畴 子范畴

巴斯德型科学家特质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能力

服务社会产业发展情怀

产学合作中的时间投入

制度激励

大学科研评价体系

政府给予的社会荣誉

企业的收益分享激励

合作中的信任与知识共享
合作双方的信任

双方的知识和技能共享

产学合作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的资金补贴

政府引介的社会资本

图 1　 产学合作核心范畴关系图

Figure 1　 Diagram of relationships among core categories in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2　 实证研究

基于以上 12 家产学共建研发中心的重点访谈,
我们进一步对 2012 年以来参与产学合作的 287 家

企业以及参与的大学科学家发放了问卷,收回有效

问卷 254 份。 我们将收回的 254 家产学共建研发中

心的企业数据与湖北省税收调查数据匹配,匹配保

留了 221 家参与产学共建研发中心的企业,作为对

照组我们保留了 2008 - 2020 年税调数据中相关制

造业企业样本。 考虑到实证中所有变量的缺失值,
最终样本量为 5221。

本文的一个重要工作来自数据的收集,借助与

政府部门开展的课题合作,获得了湖北省中小企业

专利数据和财务数据。 本文所用企业创新产出数据

来自湖北省科技厅提供的湖北省企业专利数据和新

产品销售数据,本文所用企业财务数据由湖北省税

务局提供。 利用企业名称字段作为关联依据,将企

业财务数据和企业创新数据进行匹配,最终获得了

2015 - 2017 年湖北省专利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收

集并整理了 2015 - 2017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数据,获
得了湖北省各地级市州和省直管市的一般预算、
GDP、人口和三大产业总产值数据。 根据企业所在

地级市代码作为关联依据,获得宏微观匹配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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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本文利用湖北省校企共建研发中心政策作为一

个准自然实验,将入选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的名单中,
具有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没

有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的企业作为控制组,使用多

时点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PAT / INV it = α1 + θ1 D it + λ1 X it + φ i + μ t + ε it

(1)
PAT / INV it = α1 + θ1 D it∗ Pasteur i + λ1 X it + φ i

+ μ t + ε it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PAT / INV it 表示企业创新水

平;核心的解释变量 D it 表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分组变

量,若为实验组其取值为 1,控制组取值为 0; φ i 和μ t

分别表示企业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是影

响企业创新产出的随机扰动项; θ1 为双重差分估计

量,衡量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
X it 代表 t 年影响企业 i 创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详

细的变量名、指标构造方法见表 2,统计性描述见

表 3。

表 2　 变量名与指标构造

Table 2　 Variable names and indicator construction

变量 变量名称 指标构造方法

PAT 企业专利申请数 当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

INV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当年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D 当年是否获得湖北省共建研发中心认证 当年获得湖北省共建研发中心认证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pasteur 是否为巴斯德型科学家 具有巴斯德型科学家特质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TK 是否存在良好的团队信任和知识共享 存在良好的团队信任和知识共享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RE 是否有对横向项目的评价激励考核 有对横向项目的评价激励考核条款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BD 合同中有无对科学家激励的分享条款 合同中有对科学家激励的分享条款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SI 政府的补贴强度 大于补贴均值的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SC 是否存在社会资本融资 政府引介了社会资本的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export 是否为出口企业 企业出口销售额大于 0,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hightech 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scal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fix 固定资产比重 企业固定资产总额 / 企业总资产

alr 资产负债率 企业负债总额 / 企业总资产

ros 营业利润率 企业营业利润 / 企业营业收入

GDP 人均 GDP 企业所在地级市州或省直管市的 GDP / 地区总人口

structure 产业结构 企业所在地级市州或省直管市的二三产业总产值 / 地区 GDP

fexp 财政分权程度 企业所在地级市州或省直管市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 / 湖北省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

3　 研究发现

3. 1　 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的产学合作对创新产出

的影响

(1)基准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列 (1)和 (2) 使用模型

(1)估计了所有参与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的企业样本

与对照组的技术创新差异,回归系数为 5. 121,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相比于对照组而言,

参 与 产 学 合 作 创 新 的 企 业 平 均 多 出 专 利 数 为

5. 121,与创新产出变量对照,带来的边际增加为

68. 24% ,这也意味着很多参与产学合作的中小企业

创新产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大幅增长。 列 (3) 和

(4),我们估计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下的产学合

作带来的创新产出效应。 基于各产学合作企业是否

拥有巴斯德型科学家的参与构造了三重差分检验,
以考察产学合作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在是否拥有巴斯

德型科学家的企业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具体地,根
据问卷调查数据构造是否具有巴斯德型科学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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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量 Pasteur,如果参与产学合作的科学家拥有巴

斯德型科学家特质则变量取 1,否则取 0。 在此基础

上,将变量 Pasteur 与是否参与产学合作交叉项相乘

构造了新的交互项,使用模型 (2) 进行实证检验。
列(4)中交叉项系数为 3. 512,这表明,与一般科学

家参与下的产学合作相比,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的

产学合作带来的边际创新产出为 3. 512 个专利申请

数。 列(5)至列(8)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将一般类型

专利替换为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发明专利,结果依

然支持以上结论。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是否从

事出口活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规模、企业

固定资产占比、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营业利润都对创

新有正向影响,符合预期;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经济

发展水平、二三产业比重和财政分权对企业创新产

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符合预期。

表 3　 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T 企业专利申请数 5221 7. 504 9. 54 1 24

INV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5221 3. 311 5. 74 1 12

D 当年是否获得湖北省共建研发中心认证 5221 0. 048 0. 214 0 1

pasteur 是否为巴斯德型科学家 5221 0. 5 0. 553 0 1

TK 是否存在良好的团队信任和知识共享 5221 0. 489 0. 501 0 1

RE 是否有对横向项目的评价激励考核 5221 0. 507 0. 497 0 1

BD 合同中有无对科学家激励的分享条款 5221 0. 468 0. 498 0 1

SI 政府的补贴强度 5221 0. 514 0. 501 0 1

SC 是否存在社会资本融资 5221 0. 354 0. 656 0 1

export 是否为出口企业 5221 0. 099 0. 299 0 1

hightech 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 5221 0. 52 0. 5 0 1

scale 企业规模 5221 18. 09 1. 889 0 25. 21

fix 固定资产比重 5221 0. 317 0. 227 0. 004 0. 782

alr 资产负债率 5221 0. 534 0. 267 0. 066 1. 136

ros 营业利润率 5221 - 0. 088 0. 369 - 1. 577 0. 245

GDP 人均 GDP 5221 8. 498 3. 271 2. 016 12. 31

structure 产业结构 5221 0. 916 0. 062 0. 761 0. 97

fexp 财政分权程度 5221 1. 22 0. 574 0. 335 6. 161

　 　 与本文最相关的理论文献为 Baba 等的研究,其
将巴斯德型科学家的作用引入到产学合作研发的研

究中,该文献将参与产学合作的科学家按照已发表

论文和可进行产业转化的专利数量分为了四象限,
分别为明星型科学家(理论科学家)、巴斯德型科学

家、爱迪生型科学(发明科学家)和一般科学家,采
用负二项回归验证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对产学合作中

边际创新产出的重要作用 [16] 。 本文不同于通过以

往专利数量来界定巴斯德型科学家的方式,而是采

用问卷调查反馈中的科学家服务产业发展情怀、应
用研究能力和对校企共建研发中心时间投入进行加

权赋值测算,划分了巴斯德型科学家和非巴斯德型

科学家。 本文的研究显示巴斯德型科学家作为创新

稀缺资源,通过产学合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小企业的

创新产出能力。
(2)平行趋势检验

DDD 估计不需要满足两个平行趋势假设(而只

需要一个)就可以得出有因果效力的解释 [17] ,故本

文只考虑模型(1)的平行趋势。 本文借鉴 Jacobson
等使用的事件研究法 ( event study),对平行趋势进

行检验 [18] 。 具体地,设置如下计量模型:

PAT / INV it = α + β k ∑ 4

k > = -2
D k

it + Controls it + δ i

+ λ t + ε it (3)
其中, D k

it 是取值为 0 或 1 的事件 - 时间(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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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虚拟变量。 对于某个企业来说,当 k < 0 时,
政策冲击发生前第 k 年 D k

it 取 1,否则取 0;当 k > 0
时,政策冲击发生后第 k 年 D k

it 取 1,否则取 0; k = 0
时,政策冲击发生当年 D k

it 取 1,否则取 0。 Controls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和企

业层面控制变量。 δ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用来捕捉企

业之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 λ 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用来捕捉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 ε 是随机扰动

项。 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 图 2 是平行趋势的检

验结果。 综合来看,本研究中的平行趋势是满足的。

表 4　 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的产学合作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Table 4　 Impact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with pasteur - type scientists on innovation output

(1) (2) (3) (4) (5) (6) (7) (8)

变量 PAT PAT PAT PAT INV INV INV INV

D 5. 451∗∗∗ 5. 121∗∗∗ 2. 503∗∗∗ 2. 212∗∗∗ 1. 852∗∗∗ 1. 546∗∗∗ 0. 658∗∗∗ 0. 688∗∗∗

(0. 778) (0. 998) (0. 871) (0. 052) (0. 263) (0. 498) (0. 401) (0. 021)

D∗Pasteur 3. 503∗∗∗ 3. 512∗∗∗ 1. 058∗∗∗ 1. 056∗∗∗

(0. 931) (0. 078) (0. 401) (0. 055)

export 1. 454∗ 1. 946∗∗ 1. 865∗∗ 1. 966∗∗

(0. 821) (0. 866) (0. 866) (0. 845)

hightech 0. 341∗∗ 0. 893∗∗ 0. 477∗∗ 0. 633∗∗

(0. 141) (0. 355) (0. 201) (0. 316)

scale 0. 902∗∗∗ 0. 854∗∗ 0. 435∗∗∗ 0. 463∗∗

(0. 092) (0. 352) (0. 199) (0. 189)

fix 3. 545∗∗∗ 3. 845∗∗∗ 2. 856∗∗∗ 2. 856∗∗∗

(0. 196) (0. 856) (0. 148) (0. 136)

alr 0. 456∗ 0. 586∗∗ 1. 551∗∗∗ 1. 177∗∗∗

(0. 241) (0. 230) (0. 564) (0. 437)

ros 0. 032∗ 0. 053∗∗ 0. 328∗∗ 0. 346∗

(0. 016) (0. 025) (0. 166) (0. 186)

GDP 0. 784∗∗ 0. 763∗∗∗ 0. 571∗∗∗ 0. 966∗∗

(0. 352) (0. 195) (0. 066) (0. 485)

structure 29. 852∗ 26. 143∗ 46. 131∗∗ 33. 852∗

(17. 852) (14. 880) (20. 926) (19. 581)

fexp 10. 712∗∗ 9. 859∗∗ 3. 196∗∗ 2. 352∗∗

(5. 057) (4. 551) (1. 444) (0. 954)

_cons 7. 852∗∗∗ 5. 653 19. 240 6. 556 1. 455 6. 753∗ 3. 545 6. 623

(2. 522) (3. 715) (6. 141) (15. 563) (1. 485) (3. 606) (2. 255) (16. 563)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21 5221 5221 5221 5221 5221 5221 5221

R2 0. 130 0. 141 0. 142 0. 144 0. 126 0. 135 0. 136 0. 139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 10% 、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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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2　 Parallel trends test

3. 2　 合作团队的信任和知识传递与产学合作产出

基于调查问卷,我们构建了产学合作中是否存

在良好团队信任和知识共享变量 TK( Team Trust &
Knowledge Transfer) 。 调查显示,产学合作团队双方

信任的建立往往源于对对方知识或技能优势的认

可。 在重大技术路线选择上,对巴斯德型科学家的

信任会减少研发失误,信任会加速双方知识共享从

而提升研发效率。 将团队信任和知识共享变量 TK
与产学合作变量相乘构造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

表 5 显示,在双重交互项 D 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的

基础上,三重交互项 D∗TK 的系数为 0. 921,显著为

正。 表明与团队信任度低、知识共享度低的产学合

作形式相比,产学合作中高度信任和有效知识分享

能够促进创新产出提升。 产学合作文献虽已关注知

识分享的重要性 [19、20] 。 但本文发现知识分享往往

与合作双方的信任相关,二者共同作用更明显促进

了产学合作创新产出。

表 5　 具有良好团队信任和知识共享对产学合作的创新产出的影响

Table 5　 The impact of good team trus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on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industry - academic cooperation

(1) (2) (3) (4)

变量 PAT PAT INV INV

D 4. 212∗∗∗ 4. 123∗∗∗ 0. 985∗∗∗ 0. 914∗∗∗

(0. 978) (0. 976) (0. 065) (0. 168)

D∗TK 0. 896∗∗∗ 0. 921∗∗∗ 0. 556∗∗∗ 0. 515∗∗

(0. 085) (0. 087) (0. 081) (0. 194)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221 5221 5221 5221

R2 0. 126 0. 129 0. 123 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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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大学科研评价激励的转型与产学合作研发

效果

通过整理所有参与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大学的科

研考核制度,发现大学的科研评价制度近年来正在

向欧美“创业型大学”科研评价制度转变。 基于大

学科研考核体系中对产学合作以及横向项目的条

款,我们构建了对巴斯德型科学家的产学合作科研

评价激励变量 RE ( Research Evaluation),如果绩效

考核对产学合作的横向项目给予相对公平的考核认

定,则变量取 1,否则取 0,将科研评价激励变量 RE
与产学合作变量相乘构造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
表 6 显示,在双重交互项 D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基

础上,三重交互项 D∗RE 的系数为 3. 623,显著为

正,表明与大学中产学合作评价激励较弱的样本相

比,对巴斯德型科学家较高的科研评价能够促进提

升创新产出。 已经有大量文献关注了对参与产学合

作科学家进行科研激励的重要性 [21、22] 。 不同于以

往研究,本文的研究基于中国高校向“创业型大学”
转型的实践,关注到了大学在推动产学合作中进行

的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 对巴斯德型科学家更为重

视、提供了更好的科研转化制度的大学,更能激励巴

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中投入精力和时间,从而

帮助中小企业产出更多可转化的技术成果。

表 6　 大学科研评价激励的转型对产学合作中创新产出的影响

Table 6　 Impact of university research evaluation incentive transition on innovation
output in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1) (2) (3) (4)

变量 PAT PAT INV INV

D 2. 198∗∗∗ 2. 321∗∗∗ 0. 465∗∗∗ 0. 479∗∗∗

(0. 165) (0. 161) (0. 074) (0. 084)

D∗RE 3. 526∗∗∗ 3. 623∗∗∗ 0. 895∗∗∗ 0. 920∗∗∗

(0. 601) (0. 523) (0. 163) (0. 165)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221 5221 5221 5221

R2 0. 131 0. 134 0. 133 0. 134

3. 4　 产学合作中知识产权与商业利益分享机制与

合作研发产出

通过产学研究调查和合作文本分析,搜集了产

学合作中是否有倾向于激励巴斯德型科学家的知识

产权与商业利益分享机制的合同条款,构建了表征

该机制存在的变量 BD(Benefit Distribution),如果存

在股权激励条款则变量取 1,否则取 0,将知识产权

与商业利益分享机制变量 BD 与产学合作变量相乘

构造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 表 7 显示,在双重交互

项 D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基础上,三重交互项 D∗
BD 的系数为 2. 852,显著为正,表明与没有知识产

权与商业利益分享机制的产学合作相比,产学合作

中有相关的知识产权与商业利益分享机制能够促进

提升创新产出。 但对应于学习《拜杜法案》的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主的政府资助项

目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产

学合作实践 [23、24] 。 本文的研究显示,将知识产权的

成果主要归属于参与合作的中小企业,由中小企业

在产学合作合同中赋予参与合作的巴斯德型科学家

知识产权分享权利,以及采用远期股权激励对科学

家进行激励,可以极大地激发双方的创新动力,产出

更多的创新成果。
3. 5　 地方政府的补贴强度与产学合作研发效果

我们搜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省级校企共建研

发中心的补贴政策,对补贴金额求取均值,分成了实

验组和对照组,衡量补贴强度。 构建地方政府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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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强度变量 SI(Subsidy Intensity),大于均值取 1,否
则取 0,将地方政府的补贴强度变量 SI 与产学合作

变量相乘构造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 表 8 显示,在
双重交互项 D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基础上,三重交

互项 D∗SI 的系数为 4. 118,显著为正,表明与地方

政府补贴强度小的产学合作相比,地方政府补贴强

度较大的产学合作更能提升创新产出。

表 7　 产学合作中知识产权与商业利益分享机制对巴斯德型科学家的创新产出激励

Table 7　 Impact of IP and commercial profit - sharing mechanisms on contractual incentives
for pasteur - type scientists in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1) (2) (3) (4)

变量 PAT PAT INV INV

D 3. 653∗∗∗ 3. 145∗∗∗ 0. 716∗∗∗ 0. 765∗∗∗

(0. 654) (0. 617) (0. 097) (0. 084)

D∗BD 3. 054∗∗∗ 2. 852∗∗∗ 0. 672∗∗∗ 0. 647∗∗∗

(0. 411) (0. 631) (0. 174) (0. 244)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221 5221 5221 5221

R2 0. 125 0. 128 0. 124 0. 128

表 8　 地方政府的补贴强度与产学合作研发效果

Table 8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subsidy intensity on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effects

(1) (2) (3) (4)

变量 PAT PAT INV INV

D 1. 485∗∗∗ 1. 962∗∗∗ 0. 349∗∗∗ 0. 367∗∗∗

(0. 391) (0. 258) (0. 046) (0. 051)

D∗SI 4. 896∗∗∗ 4. 118∗∗∗ 0. 982∗∗∗ 0. 986∗∗∗

(0. 852) (0. 899) (0. 324) (0. 165)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221 5221 5221 5221

R2 0. 129 0. 131 0. 129 0. 132

3. 6　 产学合作引介的社会资本与创新产出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省级科技部门设立了 “校

企共建研发中心”这一制度,为企业引介了各方面

的社会资本,包括引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地方商业

银行贷款、私募股权基金等作为投资方或贷款人,缓

解了企业的资金困境。 基于调查问卷,我们构建了

政府引介的社会资本融资变量 SC( Social Capital) ,
如果问卷回答中有相关的内容,则变量取 1,否则取

0,将社会资本变量 SC 与产学合作变量相乘构造交

互项,进行实证检验。 表 9 显示,在双重交互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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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基础上,三重交互项 D∗SC 的

系数为 2. 982,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引介了更多

的社会资本的产学合作能够产出更多创新成果。
创新管理的文献也显示,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

获取进一步的创新资源、保障创新成果顺利产业化

具有重要作用 [25] 。 本文的研究,强调了政府在扶持

产学合作中的多重角色,除了直接的补贴资金,由于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机,以及政府在社会网

络中的关键角色,会为参与产学合作的企业带来多

方面的社会资本,从而缓解中小企业创新的资金压

力、产业链融入压力,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科技创新

资源支持。

表 9　 政府引介的社会资本与产学合作的创新产出

Table 9　 Impact of government - introduced social capital on innovation output in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1) (2) (3) (4)

变量 PAT PAT INV INV

D 2. 561∗∗∗ 2. 940∗∗∗ 0. 531∗∗∗ 0. 566∗∗∗

(0. 165) (0. 173) (0. 198) (0. 108)

D∗SC 3. 018∗∗∗ 2. 982∗∗∗ 0. 787∗∗∗ 0. 706∗∗∗

(0. 905) (0. 815) (0. 244) (0. 260)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221 5221 5221 5221

R2 0. 126 0. 129 0. 126 0. 130

4　 讨论

本文关注了巴斯德型科学家这一理论概念,基
于中国地方中小企业参与的校企合作研发中心这一

实践形式,丰富了产学合作的理论,结合湖北省 12
家校企合作共建研发中心的半结构化访谈,归纳了

产学合作的核心理论范畴,基于对核心范畴关系的

解剖,围绕着巴斯德型科学家在产学合作研究中的

关键作用以及促进产学合作创新产出增加的制度激

励,验证了具有巴斯德型科学家参与的产学合作创

新产出更多;当巴斯德型科学家所在的大学积极向

“创业型大学”转变、为产学合作提供公平的科研

考核评价制度时,产学合作的产出更大;当产学合

作合同中对参与合作的校方科学家提供了更为公

平的知识产权和远期收益分享条款时,也会激励

巴斯德型科学家进行更多的投入,从而产学合作

创新绩效更优;当地方政府给予了更高的补贴力

度,引介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更有利于产学合作产

出更多成果。

4. 1　 理论贡献

我们将巴斯德型科学家这一理论概念从成果转

化能力、科研实践情怀、产学合作投入等三方面进行

了指标化度量,区分了参与产学合作中的科学家是

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巴斯德型科学家;对巴斯德型科

学家所在大学对产学合作的制度激励进行观察,指
出对产学合作更为重视的大学会激励巴斯德型科学

家更多的产学合作投入,从而产生更好的隐性知识

传递和更明显的科研产出;对地方政府在产学合作

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更为全面的观察,指出地方政府

给予巴斯德型科学家的荣誉激励更好地促进了产学

合作,大学、企业和科学家之间采取更为灵活和贴近

实际的知识产权收益分享机制,也能更好地促进产

学合作长期化和实现合作共赢。
4. 2　 实践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现有的制度改革具有政策实

践意义。 第一,在制度上关注发挥巴斯德型科学家

的重要作用,对大学科研评价体系进行进一步改革,
结合“双一流”大学建设,在科研规划方向上关注产

业需求,在制定科研制度上要积极吸收地方政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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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团体和知名企业的意见,破除“五唯”评价思路,
给予实现产学合作成果转化的巴斯德型科学家更高

的科研评价认可。 第二,在产学合作知识产权成果

分配上,给予企业更大分配权,由企业结合实际贡献

向科学家及团队倾斜。 2020 年科技部发布了《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

位名单》的通知,启动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

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 结合本文研究,
应进一步扩大试点名单的范围,落实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的政策,赋予产学合作中企业

方产权分配权。 第三,地方政府应着眼于通过产学

合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力量。 稳步提高财政补贴

力度,丰富服务产学合作的内容形式。 构建地方性

产学联动的实践、资源平台,实现政府搭台、企业支

持、产学对接,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

合。 完善产学合作创新中的风险承担机制,促进多

种形式的资本要素关注产学合作的创新项目发展。
4. 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数据获

取上,尽管结合了重点案例访谈和问卷调查,但还缺

乏对重点案例的长期跟踪观察。 对巴斯德型科学家

在具体产学合作项目进展中发挥的攻克技术难题、
管理科研团队作用缺乏深入的剖析,对产学双方科

研团队的融合过程跟踪观察也不足;其次,在实证方

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双重、三重差分

方法,但在本文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划分上,借助了问

卷调查时点观测数据,实际的变量值可能随时间变

化,导致现有分析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这也有赖于

未来的持续跟踪研究,以提高因果关系的可信度。
第三,中国的产学合作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

要,除了资金补贴支持,政府可以为项目孵化、市场

拓展、生产要素供给提供更多支持,这决定着产学合

作项目的市场走向,未来这一角度也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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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eur - type scientist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industry - academic cooperative R&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ubei Province 'University - Enterprise

Co - construction R&D Center' project
XIE Hong - tao1, LI Jie1, ZHANG Jian - shun2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asteur - type scien-

tists engage in and catalyze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 IUC) . Moving beyond theoretical exposition, the research is empirically

grounded in the practical model of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R&D Centers, a policy - driven initiative prominently adopted by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 SMEs) within Hubei Province, China.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combines a review of extant

literature with rich, qualitative data derived from semi - structured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administrators and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at twelve distinct such centers. This robust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enabl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vel, multi - level incentive theory

that explicates the drivers of Pasteurian scientific engagement within the complex socio - economic framework of IUC.

The theoretical model pivots on two central pillars: the indispensable, agency - like role of the Pasteur - type scientist as a bridge

between fundamental inquiry and applie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 incentive structures de-

signed to augment the innovative output of these partnerships.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nducted as part of this study yields a compelling

finding: collaborative ventures that actively involve Pasteur - type scientists demonstrat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in patent

output,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3. 512 patents compared to those that do not feature such pivotal figures. This finding underscores

the scientist's role not merely as a participant but as a fundamental multiplier of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Delving deeper into the institutional enablers, the theory posits and validates several key moderating factors. Firstly, the organiza-

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itself is paramount. When the host university of a Pasteur - type scientist consciously e-

volves towards an "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model, it institutionalizes support structures that are critical for success. Cruciall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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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involv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quitable research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s that recognize and reward applied research,
patent filing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on par with traditional academic publications. This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remove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scientist participation and directly correlates with greater collaborative output.

Secondly, the micro - level design of the collaboration contract is identified as a direct motivational lever. Agreements that stipu-
late transparent, equitable, and forward - looking clauses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 IP) ownership and the sharing of long - term
profits / revenues serve as powerful ex - ante incentives. By ensuring that Pasteur - type scientists are not merely compensated for their
time but are also granted a stake in the future commercial success stemming from their ingenuity, these contracts alig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 with the broader objectives of the collaboration, thereby fostering deeper commitment and yielding superior in-
novation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macro - level role of government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is emphasiz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proactive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s, manifested through higher direct subsidies for IUC projects, acts as a crucial risk - mitigating catalyst. Fur-
thermore, government agencies can perform a vital brokerage function by facilitating introductions and attracting greater volumes of so-
cial capital and venture funding into these partnerships. This injection of financial and network resources expands the operational scale
and ambition of the R&D centers, creating a more fertile environment for the generation of marketable technologies and thus leading to
a higher volume of tangible outcomes.
Key words: pasteur - type scientists;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industry -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university - enterprise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上接第 1694 页)
Our findings reveal several important insights.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court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with a more substantial impact observed on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compared to symbolic initiatives. Second, rather
than being driven solely by passive compliance due to regulatory vulnerability, firms exhibit proactive self - regulation in response to in-
stitutional signals. Specifically, the cre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urts is interpreted by firms as a strong governmental commitment to en-
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ompting them to adjust internal strategies accordingly. This adjustment is aimed at improving legitimacy and
securing long - 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substantive innovation. Thir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state - owned enter-
prises and in firms whose management teams exhibit a long - term orientation. Fourth, the study identifies a spillover mechanism
whereby executive interlocks—shared executives across different firms—facilitate the diffusion of green innovation practices, resulting
in a broader systemic impact beyond individual firm responses.

This study underscores the vital role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specially sub-
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It adds to the literatur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highlighting firms’ proactive responses to institu-
tional change, rather than reactive behavior to violations or external pressure. From a risk management and policy perspective, environ-
mental courts help reduce uncertainty, enhance regulatory credibility, and incentivize long - term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green innova-
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e the need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judicial capacity through professionalization, improved case -
handling effici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latforms such as online courts. Enhancing the signal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re-
form—through transparent litigation, public trials, and active media engagement—can further motivate firms’ strategic adjustments.
Encouraging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to serve as role models and fostering inter - firm knowledge diffusion through executive networks
and board - level interactions can help scale up green innovation across industries. Corporate leadership should also embrace long -
term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 and embed sustainability into core governance practice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urts; green innovation; staggered difference - in - difference; self - regulation mechanism;
vulnerabilit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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